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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府信息公开应服务于公民，服务民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对促进公众政

府信任提升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以往研究多基于政府视角，探究政府信息公开方式、公开与否，忽视

了公民对信息类型的需求性。因此，本文基于“政府行为–公民体验”的互动视角与服务型政府理论，

运用CSS2023数据库(N = 6878)，构建了政府公开信息类型与各层级政府信任关系的理论模型，通过因

果逐步回归法构建了政府回应性的中介路径并运用Bootstrap分析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1) 政
府在民生领域中，有关医疗信息、食品药品安全信息的公开程度最高；(2) 公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感远

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感；(3) 政府信息公开能有效促进政府信任提升，其中，医疗信息公开与食品药

品安全信息公开对中央或地方政府信任的促进效用较强；(4) 政府回应性在政府信息公开对政府信任的

影响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教育信息公开与地方政府信任的关系间以及食品药品安全信息公开

与地方政府信任的关系间的中介效应量较高。本文有效考察了不同类型信息对政府信任的促进效用，为

政府了解当下公民关注热点，推动政民互动等提供了实证依据与实践指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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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hould serve citizens, and serving people’s livelihood is an in-
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building a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Promoting government infor-
mation disclosu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ing public government trust.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were mostl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to explore the ways and disclosures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ignoring citizens’ needs for information type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interactiv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behavior-citizen experience” and the theory of service-ori-
ented government, this paper uses CSS2023 database (N = 6878)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disclosure information types and government trust at all lev-
els. Through causal stepwise regression method, the intermediary path of government responsive-
ness is constructed and Bootstrap analysis is used for robustness test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government has the highest degree of disclosure of medical information and food and drug 
safety information in the field of people's livelihood; (2) the public’s sense of trust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3)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
sure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government trust, among which, medic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food and drug safet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have a strong role in promoting trust in the central or 
local governments; (4)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plays a part of the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government trust. Among them,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local government trust and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food and drug safet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local government trust are relatively 
high. This paper effectively examines the effectiveness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formation in promot-
ing government trust, providing an empir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citizens’ concerns and promo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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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政府信任的构建与维护。党的十九大更是明确提出，要致

力于建设令公众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要进一步增强党、政府机关单位的公信力[1]。同时，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也指出了党应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下基层，干实事，赢得群众的信任[2]。构建

并维护政府信任，构建服务型政府，这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从理论方

面来看，既有研究中，对于政府信任的研究多是侧重于“政府行为”一侧，如政府治理绩效[3]，数字政

府建设[4]，电子政务使用[5]等，或侧重于“公民体验”一侧，如公众满意度[6]，公众参与[7]，以往研究

多聚焦于以政府或以公众为单一主体，进行分析，而基于“政府行为–公民体验”政民互动视角，对互

动过程的研究较为欠缺[8]；因此，本研究将基于“政府行为–公民体验”政民互动视角与服务型政府理

论，探讨政府各类信息公开对各层级政府信任促进效果及影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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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计划整合服务型政府理论与公共价值理论，通过对政务信息公开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探究，

以及对政府回应性的中介作用和民生三感的调节作用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探究政务信息公开对政府信

任的影响关系与内在机制。服务型政府理论指出[9]，政府应以公民为中心，以服务为导向，以优质的公

共服务满足公众需求。从本研究角度出发，政府以公开政务信息的方式，提升政府的信息透明度，此举

为政府为公众提供的信息保障服务，公民通过政务信息了解当前政府的运行情况，并基于现实提出合理

诉求，达成与政府部门的有效沟通，政府与公民间的友好互动能有助于回应机制的建立，同时，也能促

进公众的政府信任感得到提升。而政府回应性作为指导政府接受反馈，采取行动的价值理念，在一定程

度上会影响政府行为，有研究指出，当政府处于被动回应状态时，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将受损[10]。因而，

本研究认为，政府回应性在政务信息公开与政府信任的影响关系之间，可能发挥了中介作用。公共价值

理论指出，公共价值通常包括公平、正义、民主、效率、安全、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这与公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高度相关。公共价值理论指出，政府部门的核心目标在于创造公共价值，同时，政府行

为也会受公共价值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政府通过满足公众期许，从而制定更明确，更符合公众利益的

政策与战略规划，而在此沟通过程中，推动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合作，进而促使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感得到提高。因此，本研究认为，民生三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可能会对政务信息公开与政府回应

性之间的影响关系产生调节作用，以及对政府回应在政务信息公开与政府信任之间的中介作用产生调节

效应。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政府行为–公民体验”政民互动视角，整合服务型政府理论与公共价值理

论，拟探究政务信息公开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影响机制。以期丰富、完善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增进

以上理论的解释能力和实践指导价值。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政府信息公开与政府信任 

普遍来看，信任被定义为是一种心理状态，对对方行为保持正向的设想，宁愿将自己处于具有危险

的境地中，也依然相信对方不会损害自身利益的一种信念[11]。具体来看，信任在不同学科领域内的定义

也各有所不同，在经济学领域中，信任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和社会交易发展的因素[12]-[14]，在社会学领域

中，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是当事人在其社会关系结构中拥有的一种社会资源[15]，
在公共管理领域中，政府信任可以从以下几种角度进行分类，对政治机构的认可程度[16]、对政府执政能

力的认可[17] [18]、对政治领袖、政府官员等人员的认可[19]，因此，在本文中，基于“政府行为-公民体

验”政民互动视角，政府信任被定义为是公民在与政府机构的双向互动中逐渐形成的，对政府机构能够

正确履行职能并满足公众需求，而促使公众对各层级政府机构的认可程度[20]。 
政务公开透明是大数据时代下，政府应有之义。现有研究中，政务信息公开透明的研究主要在于以

下三个方面，首先，在较为主流的观点中，通常从行政学的治理理论出发，将公开透明看作是“善治”的

基本要素与公民知情权的保障，在这一观点认为，政务信息公开是现代化国家行政发展的方向，也是民

主问责制的基石，其核心是保障公众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21] [22]。其次，较为前沿的观点认为，政务信

息公开是早期推动政府透明的重要治理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数据

开放成为了推动政府透明的新工具、新媒介，政府不再仅简单局限于开放与否，而在于如何开放[23] [24]。
第三种观点，则是基于经济学视角，采用委托代理理论进行研究，在董新宇和鞠逸飞两位学者的研究中，

基于信息不对称的观点，探究了政务信息公开是如何以及怎样影响基层公共服务质量[22]。而在樊博和李

晶晶两位学者的研究中，则通过构建公众、政府、算法的三重委托-代理框架，深挖了算法透明对公众的

政府信任的实现机制，使其更具有公共价值[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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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实证研究中，多聚焦于政务信息公开与否，从较为浅显的层面对政务信息公开的影响效果进行

研究[26]；而在本文中，结合服务型政府理论与政务信息公开目的，我们将聚焦于公众需求侧，结合民生

服务领域，对信息公开进行维度划分。主要包括四个维度：教育信息公开、医疗信息公开、就业保障信

息公开以及食品药品安全信息公开[27] [28]。 
本文从“政府行为–公民体验”政民互动视角出发，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下，公众通过政府公开的各

类型信息，更好的了解政府运作机制，掌握足够政务信息，与政府进行良好的双向互动，通过提高政务

信息公开水平提升公众的政府信任感[18] [21] [23]。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H1a：教育信息公开能显著促进政府信任提升，公开程度越高，促进效用越好。 
假设 H1b：医疗信息公开能显著促进政府信任提升，公开程度越高，促进效用越好。 
假设 H1c：就业信息公开能显著促进政府信任提升，公开程度越高，促进效用越好。 
假设 H1d：食品药品安全信息公开能显著促进政府信任提升，公开程度越高，促进效用越好。 

2.2. 政府回应性的中介作用 

政府回应性是公民与政府之间进行信息交互的一种互动机制，政府根据公众意见和偏好制定调整政

策议程[21] [29]。不少研究指出，政府回应与公民参与、公民信任相关[10] [30]。政府回应不足或过于被

动，会导致公民参与能力薄弱、降低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信任感，降低公众表达意愿，甚至影响社会

稳定[10] [21]。服务型政府理论指出，按照公众需求偏好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回应公众及社会是服务型

政府的要义。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府回应的必要前提，政府回应并非是政府单方面输出信息，公开政府信

息有助于公民了解政府，进行信息积累，与政府达成有效互动，政府对公众需求积极回应，而公众也能

给予政府正向反馈，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基层治理模式[31]-[33]。同时，Cui、Tolbert 等诸多学者也论证了

政府有效回应对公众政府信任的提升[34] [35]。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H2：政府回应性在政府各类信息公开与各层级政府信任关系间发挥显著中介作用。 
本文的研究假设模型，如下图 1 所示。 
 

 
Figure 1. Research hypothesis model 
图 1. 研究假设模型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3247


朱俊宇 
 

 

DOI: 10.12677/ass.2025.143247 556 社会科学前沿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使用的是 2023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库(Chinese Social Survey，简称 CSS)，这是一

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调查区域覆盖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直辖市，采用概率抽

样的入户访问方式，确保了样本的全面性和随机性。本文中，2023 年 CSS 数据库，录入数据库中的总样

本量为 13,047 人，由于本文探究的是公民对政务信息公开与政府信任的评价，因此保留各年龄段样本，

且在对样本缺失值和错误值进行处理后，最终得到研究样本的数目为 6878。 

3.2. 变量选取 

3.2.1. 因变量 
本文因变量为政府信任。根据以往研究对政府层级的划分[36]，本文将政府信任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

府两个维度进行划分，结合 CSS2023 数据库，本文选用题项 F1a.请问，您信任下列组织或机构吗？进行

测量，由于本题项中，设置有：1.不好说，因而，本文为方便统计学的测量，结合以往研究[37]，将该题

项重新编码为 3.中立。因此，新题项选择 1~5 分别对了从很不信任到非常信任，分值越高，表明公众对

政府的信任感越高。在本题项中，包含了对中央政府、区县政府、乡镇政府，共三个层级政府的信任感

测量，而本文依据以往研究经验，将中央政府的信任感测量单独分为中央政府信任一类，将区县政府与

乡镇政府的取值合并为地方政府信任一类，其取值方式为，两者分值加总求均值[38]。对于政府信任这一

总体维度的取值，本文以中央政府信任与地方政府信任加总求均值的方式获得其值。 

3.2.2. 自变量 
本文自变量为政府信息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总共从教育信息公开、医疗信息公开、就业及社保信息

公开以及食品药品安全信息公开四个维度进行测量，有研究指出，政府信息公开可以从政府行为角度进

行衡量，公众对政府工作绩效的评价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评价[26]，因而，本文在自

变量的测量上，参考此衡量标准，分别选取 CSS2023 数据库中题项 G3a-1、G3a-9、G3a-12、G3a-13。由

于四道题项的选择中均设置了-1.不好说，因此，为方便统计，本文根据以往研究经验[37]，将-1.不好说重

新编码为 3.一般。因此，该五道题项转变为 Likert 五点计分法，取值越高，表明在该领域中，信息越公

开、透明。 

3.2.3. 中介变量 
本文中介变量为政府回应性。本文结合 CSS2023 数据库，选用题项 G3a-11 来衡量政府回应性。该

题项中，由于设置有-1.不好说，因而，本文将其重新编码为 3.一般，题项由四点计分法变为五点计分法，

从 1~5 分别对应了很不好、不太好、一般、比较好、非常好[37]。题项取值越高，表明公众对政府回应性

的评价越高，政府回应性越强。 

3.2.4. 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变量选用一般人口学变量。人口学变量作为个体基本特征而可能对因果推断产生干扰，因

此，本文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工作状况等人口学变量进行重新编码赋值，加以控制

[38]。在 CSS2023 数据库中，关于该五项变量的数据处理方式如下：1) 年龄方面，本文通过计算变量的

方式，公式为：年龄 = 2024 − 出生年份，由于年龄为连续变量，为方便后续差异性研究，本文将年龄依

照国家统计局划分标准，将 18~40 岁人群归类为青年，赋值 1，41~59 岁人群归类为中年，赋值为 2，将

60 岁以上人群归类为老年，赋值为 3；2) 受教育程度方面，本文选用题项 A1d1 进行测量，将 1.未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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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研究生重新编码为 1.初中及以下，2.高中及以上，3.大学及以上；3) 婚姻状况方面，本文选用题项 A1e1
测量，并将 1.未婚-6.同居重新编码为 1.已婚，2.未婚；4) 工作状况方面，本文选用题项 B1 测量，并将 1.
有工作-4.在校学生重新编码为 1.有工作，2.无工作。 

3.3. 分析策略 

结合本文应探究的问题，本文的数据分析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与

相关性分析探究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其次，通过因果逐步回归法探究政府回应性在各类信息公开与各层

级政府信任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最后，采用 Bootstrap 分析法对各条中介路径进行稳健性检验。 

4. 实证结果 

4.1. 描述性与相关性分析 

下表 1 展示了本研究中各关键变量之间的描述性及相关性统计分析结果。通过对相关性的分析，本

文发现，政府回应性与各类政府信息公开、各层级政府信任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其中，地方政府信任

与控制变量、自变量、中介变量的相关性均远强于中央政府信任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由表 1 分析，

各控制变量与自变量、因变量及中介变量之间均存在不同大小的相关性，这为往后纳入研究模型进行分

析，提供了一定依据。另外，从表 1 中对各关键变量的均值探究中，本文发现，政府在医疗信息、食品

药品安全信息方面公开程度最高(M 医疗信息 = 3.81；M 食品药品安全信息 = 3.85)；另一方面，公众对中央政府的信

任远超地方政府信任(M 中央政府信任 = 4.44；M 地方政府信任 = 3.81)。那么，关于如何提升地方政府信任，维持中

央政府高信任，本文将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进一步阐释。 
 

Table 1. Descriptive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1. 描述性与相关性分析 

变量 EID MID EMPID F&DID GR CGT LGT 

Sex 0.16 0.011 0.015 −0.007 0.016 −0.066** 0.029* 

Age −0.021 −0.061** −0.047** −0.060** −0.059** −0.024 −0.079** 

Education 0.005 0.069** 0.031** 0.024 0.079** 0.071** 0.128** 

Working −0.027* −0.023 −0.039** −0.035** −0.036** −0.003 −0.006 

Marriage −0.017 −0.054** −0.017 −0.044** −0.042** −0.060** −0.069** 

EID 1 0.478** 0.550** 0.564** 0.569** 0.249** 0.409** 

MID  1 0.483** 0.491** 0.494** 0.280** 0.444** 

EMPID   1 0.501** 0.599** 0.261** 0.438** 

F&DID    1 0.524** 0.268** 0.406** 

GR     1 0.274** 0.486** 

CGT      1 0.515** 

LGT       1 

M 3.78 3.81 3.56 3.85 3.6 4.44 3.81 

SD 1.05 1.02 1.15 1.01 1.15 0.84 1.16 

*：P < 0.05；**：P < 0.001；注：Sex (性别)、Age (年龄)、Education (受教育程度)、Working (工作状态)、Marriage (婚
姻状态)、EID (教育信息公开)、MID (医疗信息公开)、EMPID (就业信息公开)、F&DID (食品药品安全信息公开)、
GR (政府回应性)、CGT (中央政府信任)、LGT (地方政府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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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我们通过因果逐步回归法，对本文提出的假设研究模型进行检验，具体结果如下图 2 所示。

从图 2 中，我们可以分析：政府对各类信息的公开程度均能对政府回应性、中央政府信任产生显著正向

影响作用(β1 = 0.626，P < 0.001；β2 = 0.555，P < 0.001；β3 = 0.599，P < 0.001；β4 = 0.595，P < 0.001；
β5 = 0.2，P < 0.001；β6 = 0.227，P < 0.001；β7 = 0.190，P < 0.001；β8 = 0.221，P < 0.001)，同时，政府

回应性对中央政府信任也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β13 = 0.197，P < 0.001)。而当我们将政府回应性与各

类政府信息公开共同纳入回归方程中时，可以发现，各类政府信息公开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作用明显

下降，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测，政府回应性在政府各类信息公开与中央政府信任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

用[39]。 
 

 
Figure 2. Results of causal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图 2. 因果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其次，我们采用同样的方法考察政府回应性在政府信息公开与地方政府信任之间的中介作用。在上

图 2 中我们已证得各类信息公开程度能显著正向影响政府回应性，因而在图 3 中，我们省略了对各类信

息公开程度与政府回应性的影响分析，仅展示了政府信息公开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作用以及政府回应

性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作用两方面。如图 3 所示，政府各类信息公开程度以及政府回应性均能显著正

向影响地方政府信任，且这种影响效果比对中央政府的影响效果更强，同时，对比图 2 与图 3，我们可以

发现，无论是对中央政府信任的促进作用，亦或是对地方政府信任的促进作用中，医疗信息公开与食品

药品安全信息公开程度均显著高于其他类型信息公开的促进作用(β6 = 0.227，P < 0.001；β8 = 0.221，P < 
0.001；β2 = 0.496，P < 0.001；β4 = 0.461，P < 0.001)；另一方面，从模型 1~模型 8 中各自变量系数大小

变化来看，在纳入政府回应性这一中介变量后，政府各类信息公开程度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有了明显

下降，根据 Baron 与 Kenny 两位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认为此模型为部分中介模型[40]。 
最后，我们运用 Mplus8 统计软件，通过 Bootstrap (5000)法对该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39]。检验结果

如下图 4 所示，政府回应性在各条路径中均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通过对各条路径的分析，我们发现，

政府回应性在各类信息公开与地方政府信任之间的中介作用是显著大于各类信息公开与中央政府信任之

间的中介作用。其中，政府回应性在教育信息公开与地方政府信任之间的中介效应量显著高于在其他路

径中的中介效应量，其中介效应量为 0.226，占总效应的 50.3%。其次，是在食品药品安全信息公开与地

方政府信任之间的中介效应量，其中介效应量为 0.218，占总效应的 48.2%。上述结果表明，在更换研究

方法后，政府回应性的中介作用依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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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Results of causal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图 3. 因果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Figure 4. Results of robustness test analysis 
图 4. 稳健性检验分析结果 

5. 讨论与总结 

5.1. 结果讨论 

本文基于“政府行为–公民体验”政民互动视角、服务型政府理论，通过 CSS2023 数据库(N = 6878)，
探讨了政府公开各类信息的程度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机制，并检验了政府回应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实证

研究发现以下内容。 
政府在民生领域中，有关医疗信息、食品药品安全信息的公开程度最高。在我国，政府作为唯一合

法公权力主体，其对外公开的信息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较高的可信度。在服务型政府理论框架下，政府

应当服务于公民，为公民提供其所需的信息是政府职能之一。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愈发关注健康问题，这要求政府应更加重视与公民健康息息相关的领域，不仅要保障公民“吃饱穿

暖”，更要保障公民“吃的放心、用的安心”。政府对健康领域的信息公开程度的加深，不仅是当下公民

的深切感受，更是政府作为信息服务提供者的应尽之责。 
公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感远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感。从纵向上看，政府职责的原则性是自上而下

一以贯之的，然而，在基层实际执行中会存在不同的差异性。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区别在于，中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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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把握着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方向，而地方政府则在于落地、执行方针政策[41]。由于原则性的相同，公民

对党和政府机关单位的信任感均高于平均标准。然而，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更偏好从与自身考

核绩效相关内容入手，而对其他方面内容忽视乃至不作为[42]，这导致了公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感与对地

方政府的信任感呈现显著不同的差异。 
政府公开各类型信息均能有效促进公民政府信任提升，其中，医疗信息公开与食品药品安全信息公

开对中央或地方政府信任的促进效用较强。这一研究发现也与上文中对政府对健康类型信息的公开程度

的加大这一研究发现相符合。在服务型政府理论框架下，政府为满足公众对健康的需求，加大了对医疗

类型信息与食品药品安全类型信息的公开程度，而这一举动也无疑为各层级政府赢得了公众的支持与信

任。公开健康类型信息对各层级政府信任的促进效用中，对地方政府信任的促进效用影响值是最高的。

因此，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为进一步巩固并扩大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感，应继续维持乃至提高健康类型信

息的公开程度。 
政府回应性在政府信息公开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教育信息公开与地方

政府信任的关系间以及食品药品安全信息公开与地方政府信任的关系间的中介效应量较高。食品药品安

全信息公开不仅能直接对地方政府信任产生促进作用，也能通过政府回应性产生促进作用，这表明，在

政府公开食品药品安全信息时，政府的回应机制也充分发挥了效用，政府回应的关键就在于针对公民需

求进行回应[26]，因而，政府一方面应做好信息公开工作，不断完善、扩大公开程度；另一方面，政府也

要持续建设、完善回应机制，及时、主动了解公众需求，并进行针对性回应，这对促进公众的政府信任

具有重要意义。 

5.2. 实践启示 

本研究为推动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发展与促进公众民主参与提供了如下启示。 
充分利用先进技术手段与多元化平台。政府应加强官方网站建设，优化网站布局和功能，提高信息

检索的便捷性，确保网站信息及时更新。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积极主动与

公众互动交流，及时回应公众需求。另一方面，通过设立专业政务信息公开查询点，如在图书馆、社区

服务中心等人员密集场所，提供政务信息查询设备和服务，方便公众随时查阅政务信息，了解政府当前

状况。政务信息的公开，一方面能是公众更好的了解最新政府信息的机会与渠道，另一方面，公众能够

通过公开的信息了解热点问题的解决，自身需求有无被政府所听见，这拉近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

良好互动能够促使公众更加信任政府。 
注重公民体验，强化协同治理观念，设立专门的政府回应部门，负责收集、处理和反馈公众的意见

和诉求。应快速响应、协调各方资源，确保公众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政府要从简单给予公

众回应转变为不仅要积极、及时给予公众回应，更应让回应“看得见，摸得着”。将政府回应与政务信息

相挂钩，政务信息的公开，能促进公众对政府回应力评价的提升，唯有当公众切身感受到自身需求被政

府所重视，才能有效促进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提升。 
坚持以创造公共价值为核心目标，建立有效政、社、民三方沟通机制，促进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

治理，以公共价值理念指导民生三感的提升。在提升获得感方面，积极推动政府职能转型，树立创造公

共价值的目标理念，将公共服务供给与公共价值理念相结合，优质的公共服务应满足便民、利民的要求，

例如从民生领域入手，加大对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投入，确保公共服务的公平的惠及每一位公民，有助

于增进公众生活满意度。在提高幸福感方面，从社会角度出发，应当鼓励公民、企业等社会主体共同参

与进公共价值创造中，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格局。公众的民主参与，能有效推进政

府的民主化进程，一方面，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决策，有助于其主人翁意识的建立与强化；另一方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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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听取公民意见，也能使政府决策更科学、民主，更符合公众需求，促进公众幸福感的提升。在促进安

全感提高方面，结合公共价值理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强调，政府应致力于构建和谐、稳定、公平的社会

环境，而这离不开一个有力的、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政府要坚持贯彻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让公民切实感受到法律的威严与公正，这有助于增强公民在生活中的安全感。 

5.3. 不足与展望 

本文是基于“政府行为–公民体验”政民互动视角中，聚焦于公民体验一侧，对“政务信息公开与

政府信任”关系间的一次有益探索，但也存在些许不足，这为往后的研究弥留了可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在变量测量方面，由于研究数据是主要来自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受限于调查问卷，测量题项选

择上较为笼统，仅进行了简单测量，未来可以在此基础上，采用更客观的指标来衡量各变量，并采用多

维度量表进行测量，以提高测量的信度和效度。 
在研究数据方面，受限于数据来源主要为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2023 年数据库，本次研究所采用的

是截面数据，截面数据虽然能反映某一时间节点上各数据的现实状况，但由于其缺乏前后动态变化的信

息，导致了其在针对因果关系的顺序研究上及因果关系的稳定性方面的讨论中，稍显无力，难以作出更

深入的判断与验证。因此，建议在后续研究中，结合追踪数据进行进一步讨论分析。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通过构建带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了政务信息公开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

但仅采用量化研究的方式较为单一，一方面，公民体验是公民的主观判断，难以通过量化进行完全准确

的测量；另一方面，本研究中控制变量主要选择了人口统计学变量，而对于公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人际

关系等社会环境变量未纳入模型中，且同样难以准确测量。因而，在未来研究中，建议采取访谈、观察、

案例研究等定性方法，深入了解公民的主观体验、对政府的信赖程度、对政府的中肯评价以及人际关系、

社会地位等复杂细节，从而更深入地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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